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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正规就业既是劳动力市场不可分割的部分，更是影响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本

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 年匹配夫妻数据，实证考察了非正规

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全面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夫妻双方均为正规就业的家庭，夫妻双方均

为非正规就业家庭的总消费将显著降低 6.17%。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可通过减少

收入水平、延长工作时间以及降低社会保障抑制家庭总消费。对消费结构的考察结果显示，

夫妻双方均为非正规就业的家庭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将分别显著降低 11.9%、10.4%

和 30.5%，其中享受型消费影响幅度最大。此外对夫或妻单方非正规就业家庭展开的进一步

分析显示，相较于丈夫非正规就业，妻子非正规就业会优先减少家庭公共消费，对家庭整体

福利产生更大的影响。政策层面，建议加大非正规就业市场规范力度，特别注重完善女性就

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为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内生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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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居民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

力。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复杂局面下，中国消费市场持续遭受冲击，居民消费意愿

也在下降，2022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9 亿元，比上年下降 0.2%
2
，增消费、扩内

需尤为紧迫。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3
。作为社会基础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消费不仅

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更关乎居民幸福感（李树、于文超，2020）。2022 年

以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系列问题得到一定解决，但如

何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仍是理论界和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话题。

就业稳定既是经济活力之源（石晓军等，2023），也是绝大部分居民愿意且敢于消费的

前提（赖德胜等，2023）。与此同时，经济周期、人工智能、国有企业改革、“去产能”、

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因素显著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赵达，2019）。同时，非正

规就业这类数量庞大
4
的就业群体具有缺乏稳定性且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差的特点（ILO，2020），

当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降低，家庭消费能力也会随之减弱（闫珍，2023）。受择偶观念影响，

相似工作类型的夫妻具有更高匹配度（段朱清、靳小怡，2020），这意味着非正规就业者更

易结为夫妻，那么当夫妻双方均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时，家庭福利的代表性指标——家庭消

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所以准确理解非正规就业对于微观就业家庭当前消费的影响，有助

于把握消费总需求的演进趋势。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力图回答以下三方面问题：①非正规就

业是否会对中国就业者家庭消费造成影响，是否与夫妻就业类型有关？②非正规就业通过何

种途径影响家庭消费？③作为应对负面冲击的补充措施，婚姻制度是否发挥了自我保险功能，

使家庭消费在应对就业劣势时有所转变？

有鉴于此，文章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 数据进行夫妻匹

配，细致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试图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是本文系统识别了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不同就

业类型家庭的消费行为特征，特别是双方非正规就业家庭的消费劣势，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给予此群体更多关怀和帮扶。二是本文基于 CFPS 数据进行夫妻匹配，首次从家庭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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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非正规就业对消费的影响，拓展了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消费不足

现象进行解释的相关文献；三是本文研究发现家庭中女性非正规就业更不利于提升家庭整体

福利，这一发现为中国扩内需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参考，为进一步提高家庭消

费水平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视角。

本文的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数据、变量与

统计性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包括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是基于就业视角考察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文献与非正规就业领域相关

文献。目前关于就业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宏观层面关注失业率和就业水平，微观层面涉及劳

动力流动、非农就业、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性等，却鲜有文献关注不同就业形态对家庭消费

的影响。宏观层面，赵达等（2019）研究发现失业率每提高 1%将导致就业者家庭消费增速

降低 0.48%，失业预期引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明显。陈享光、黄宝竹（2022）研究发现家庭

债务随住房信贷而增加，住房支出增加的多少一方面同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杠杆相关联，另一

方面同家庭债务杠杆相联系，且家庭债务杠杆会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微观层面，尹志超等

（2020）指出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家庭收入，但由于收入波动、失业、医疗和健康等不确

定性而未能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文洪星、韩青（2018）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

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

温兴祥（2019）本地非农就业家庭通过提升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使年生活消费总额比农业就

业家庭显著高出 15.5%-28.2%，且受雇形式的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

大于本地自雇就业；丁浩（2018）研究发现提高就业稳定性能增强农民工家庭住房可及性和

促进家庭消费，且对低消费家庭影响更大。刘丽丽（2021）采用 2016-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指出就业稳定农民工消费水平显等提升，原因在于就业稳定农民工的收入风险更

低、在城市的长期居住意原更强、劳动供给时间短从而闲暇时间长。

在非正规就业的界定方面，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劳工组织（ILO，1972）正

式提出，最初是指那些不受国家管理和支持的小规模企业以及木匠、小商、小贩和修理工等

职业。国内学者有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初期，多数学者多将非正规就业

定义为非正规部门的各种就业以及正规部门里的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以及劳务派遣就业



等（常进雄等，2010；薛进军、高文书，2012；刘超，2022），其中非正规部门主要有个体

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公益性劳动组织以及其他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后期，国际上认

为仅依靠单位特征无法涵盖非正规就业的复杂属性，如果雇员的劳动关系未被纳入国家劳动

法规、社保、财税、统计等制度架构，即未能受到正式制度充分保护或制约的从业人员也属

于非正规就业者（ILO，2020）。因此，中国学者在沿用国际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依据中国

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对其加以修正，非正规就业的界定范围扩大到包括正规部门在内的所有经

济组织，包括非正规部门的雇主和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

的雇员（薛进军、高文书，2013）。综上，已有文献通常使用两种方式衡量个人是否从事非

正规就业：一是根据劳动者是否同工作单位签署劳动合同并享受基本保险保障（李根丽、尤

亮，2020；陆万军、张彬斌，2018）;二是根据劳动者工作单位的性质进行判断（张军等，

2017；张抗私等，2016）。

在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差异方面，已有研究关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

及其原因（张抗私等，2020；张军等，2017；李根丽等，2021）、社会保障差异（李晓曼等，

2019）、生育意愿（李红阳，2022）、政策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等问题，但鲜有将研究的视角

进一步深入到消费领域。张抗私等（2020）使用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

发现非正规就业的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正规就业，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差异呈逐

渐缩小的趋势。张军等（2017）探索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就业类型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最低

工资标准上涨拉大了部门间和部门内就业者工资差距；李振刚、张建宝（2020）发现，非正

规就业是农民工在大城市就业的主要模式，占比高达 81％，非正规受雇农民工的贫困发生

率比正规受雇农民工高出 25.6％。李晓曼等（2019）认为，中国灵活就业政策大多参照正

规就业，使社保制度和服务政策与非正规就业不适应。李红阳（2022）利用 1997—2011 年

CHNS 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通过替代效应显著提高了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是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文献。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从

事非正规就业会降低家庭消费。部分学者以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其

家庭消费的影响，结论均指出农民工从事正规就业或自雇就业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也代表

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对其家庭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汪润泉、赵彤（2018）在研究养老保险

与农民工城市消费时发现，养老保险能够提高农民工收入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这种

影响效应对不同就业类型的农民工存在异质性。周闯、白兵（2020）研究自雇与受雇农民工

的消费差异，发现自雇农民工具有消费弹性高和消费倾向高等特点，且农民工自雇就业通过

提升就业稳定性和城市融合意愿促使消费提高。周闯等（2022）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研究发现正规就业通过增加当期消费、缓解流动性约束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家庭消费支

出和消费率。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张卿、李晶晶（2022）使用 CFPS 数据

发现，非正规就业通过提升户主未来预期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和促进消费升级，但抑制了

家庭理财消费。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非正规就业与家庭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且大多

数文献仅限于农民工群体，仅考虑了就业特征的一个维度，少有文献基于微观数据对更全面

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实证研究。那么，非正规对居民消费究竟有何影响？是否与夫妻就业

类型有关？本文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非正规就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

用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与数据简介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项目。该调查要盖了中国内地除新疆、西藏和青海以外的 28 个省/市/自治区。CFPS 调查问

卷提供了个人收入、工作类型、工作单位、工作保障、工作时长、家庭消费、家庭人口规模

等多方面的个人和家庭信息，其特有的数据特征满足进行夫妻匹配研究的需求。本文主要采

用 2014、2016 和 2018 年三期 CFPS 家庭和成人问卷数据。

本文主要研究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鉴于我们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匹配

夫妻的方式，因此选取家庭问卷中的居民当年家庭总消费为因变量并进行分析；而对于自变

量——非正规就业的基础数据则直接来自于个人问卷。在处理了缺漏值、剔除了主要变量为

零的数据和奇异值后，有效样本包含 16-60 岁（中国劳动法规定最低劳动年龄为 16 周岁，

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性为 55 周岁。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和统计上的方便，本文总共

得到 16-60 岁非农业已婚就业者作为研究对象的 4778 对在婚夫妻。在主回归中，为探究夫

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们选取就业类型一致的夫妻样本，其中包含 1892

对非正规就业夫妻，占比 59.6%；1280 对正规就业夫妻，占比 40.4%，样本中非正规就业群

体规模更为庞大，且总样本中女性从事非正规就业比例更高，这与以往文献样本结构相似（李

红阳，2021；刘成奎、郑李明，2022）。在进一步研究中，为探究夫或妻单方非正规就业对

家庭消费的影响，我们选取就业类型不一致的夫妻样本，其中包含妻子正规就业&丈夫非正

规就业家庭 963 组，妻子非正规就业&丈夫正规就业家庭 666 组。

（二）关键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家庭当年总消费对数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将所有变量均以 2014 年为基期调

整 CPI 并取对数。进一步，参考已有文献（尹志超、郭沛瑶，2021；易行健、周利，2018）

将消费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生存型消费指家庭在吃、穿、住、用、行等方

面必不可少的消费，包括食品、服装、家庭生存型消费水、电、暖气及物业管理费、日用品

消费、房屋修缮等支出。发展型消费指家庭用于提高家庭成员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消费，主

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教育文娱、交通通信等支出。享受型消费指用于满足家庭物质和精神

性享受的物质和劳务消费，包括外出就餐费、保健费用支出、旅游和美容支出等。

2.主要解释变量

夫妻从事非正规就业与否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借鉴陈佳莹等（2022）、马林靖等（2022）

以及刘成奎、郑李明（2022）的划分标准，本文依据就业身份、契约类型和社会保障地位界

定非正规就业。首先，仅保留非农已婚就业样本并将受访者年龄限制为 16-60 岁，其次，当

受访者工作状况属于（1）受雇于人，但是未签订正式合同；（2）签订劳动合同但未提供任

何劳动保障；（3）劳务派遣工；（4）自营劳动者；（5）家庭帮工，即认为是非正规就业。

除这五类以外的其他就业归为正规就业，本文将变量命名为丈夫非正规就业与妻子非正规就

业分别代表丈夫与妻子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取值 1 代表非正规就业，取值 0 代表正规就业，

并进一步依据丈夫和妻子各自的就业类型将样本划分为四组，分别为家庭 1：丈夫从事正规

就业&妻子从事非正规就业家庭，家庭 1：丈夫从事非正规就业&妻子从事正规就业家庭，家

庭 3：丈夫从事非正规就业&妻子从事非正规就业家庭，家庭 4：丈夫从事正规就业&妻子从

事正规就业家庭。四类家庭样本量分别为 963、666、1869 和 1280，占比较高的两组家庭样

本为夫妻双方均从事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家庭，其占总样本比例分别为 39.1%与 26.8%，

这也验证了相似工作类型的夫妻具有更高匹配度（段朱清、靳小怡，2020），非正规就业者

或正规就业者更易在各自所属就业群体内结为夫妻。为探究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

费的影响，我们在基准回归中选取就业类型一致的夫妻样本，着重强调非正规就业家庭与正

规就业家庭消费的对比回归结果。

3.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对家庭消费的研究成果(田子方等，2022；李树、于文超，2020；李涛等，2019）,

本文控制了包括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夫妻的个人特征在内的可能影响家庭消费的

变量，具体来说：

家庭经济特征主要通过家庭总收入、资产与负债等指标反映，家庭资产变量包括家庭金

融资产、家庭现金和存款总额和家庭住房资产（易行健、周利，2018）。此外，我们还通过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OF-ZeHn9XyUIv-rMpIEvCARZzt6GwuchmqVsrtLylbnJ05rgrXYsFio6TweiuGJ1U7aoohEvueV85pHqH2GlyLfY8HhmQluapVx8ZRd1pnE=&uniplatform=NZKPT


家庭人口数和子女数量反应家庭人口特征。

个人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户籍、自评健康水平、从事职业和从事行业等。受访者城镇

户籍赋值为 1，农村户籍赋值为、自评健康水平赋值 1-5，1 表示“非常健康”，5 表示“不

健康”；受教育年限赋值如下：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技校/职校/高职=4，大

专=5，大学本科=6，硕士研究生=7，博土研究生=8。

（三）描述性统计

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地区就业市场可细分为正规、非正规部门就业两类。 前者就业相

对稳定，工资福利较好；后者则较苦、较脏，且工资水平相对偏低（张军等，2017）。 因

此，在展示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之前，本文首先利用 CFPS 详尽的微观数据对两部

门就业者差异性进行描述性统计。表 1 给出了非正规就业家庭与正规就业家庭样本对比的描

述性统计。从主要被解释变量来看，非正规就业家庭总消费对数、生存型消费对数、发展型

消费对数和享受型消费对数均值分别为 9.60、10.14、9.15 和 8.3，第（9）列的组间 T 检

验显示非正规就业家庭各类消费均显著小于正规就业家庭，尤其是享受型消费组间差异较大，

达到了 0.83 个对数点；

从表 1的个人人口统计学特征、从事职业和从事行业来看，非正规就业家庭夫妻的教育

程度平均为 3.2 和 3，大致为初中到高中文凭，而正规就业家庭夫妻的教育程度平均为 4.4

和 4.3，大致为高中以上文凭，第（9）列组间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家庭夫妻平均学历有显

著差异；非正规就业家庭夫妻平均户籍为 0.63，说明有更多家庭来自农村地区；非正规就

业家庭妻子和丈夫平均年龄分别为 39.63 和 37.99 显著大于正规就业家庭夫妻平均年龄，且

丈夫年龄略大于妻子；非正规就业家庭丈夫从事行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业、建筑业和交

通业，妻子从事行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业、零售业和住宿业；非正规就业家庭夫妻的主

观健康状况的均值约为 2.72 和 2.86,即比较健康，且男性健康状况更佳，第（9）列的组间

T检验显示非正规就业家庭丈夫健康状况更佳。

从非正规就业家庭与正规就业家庭特征对比来看。首先，非正规就业家庭平均为 4 口之

家，比正规就业家庭规模更大，孩子数目更多；家庭总收入对数的均值为 11.16，显著小于

正规就业家庭 0.4；家庭现金和存款总额对数的均值为 7.15，显著小于正规就业家庭 1.44，

家庭住房资产对数的均值为 11.22，显著小于正规就业家庭 0.98 个对数点，这说明非正规

就业家庭与正规就业家庭的资产禀赋存在一定差距；是否有待偿银行贷款均值为 0.07。

表 1：样本描述性统计：非正规就业家庭 V.S.正规就业家庭

(1) (2) (3) (4) (5) (6) (7) (8) （9）



丈夫非正规就业&

妻子非正规就业

丈夫正规就业&

妻子正规就业

样本量 1892 1280

VARIABLES Mean sd min max mean sd min max 组间 T检验

控

制

变

量

丈夫学历 3.20 1.23 0 7 4.428 1.31 0 8 -1.27***

妻子学历 3.07 1.27 0 7 4.334 1.41 0 7 -1.24***
丈夫户籍 0.63 0.48 0 1 0.845 0.36 0 1 -0.21***
丈夫年龄 39.63 9.88 16 60 38.97 8.44 20 60 0.65*

丈夫健康 2.72 1.09 1 5 2.813 0.98 1 5 -0.08**

妻子户籍 0.63 0.48 0 1 0.840 0.37 0 1 -0.21***

妻子年龄 37.99 9.92 18 60 37.29 8.20 19 60 0.69**

妻子健康 2.86 1.07 1 5 2.831 0.97 1 5 0.04

家庭规模 4.43 1.870 2 17 3.909 1.55 2 12 0.52***

子女数量 1.40 0.801 0 7 1.045 0.55 0 5 0.35***
家庭总收入

对数
11.16 0.71 6.72 14.51 11.56 0.75 3.22 15.60 -0.40***

被

解

释

变

量

家庭总支出

对数
9.60 0.83 5.71 12.61 10.13 0.780 5.338 14.06 -0.54***

生存型消费 10.14 0.76 6.48 13.13 10.57 0.64 7.44 13.24 -0.43***

发展型消费 9.15 1.03 4.76 12.73 9.70 1.01 5.06 12.38 -0.54***

享受型消费 8.31 1.71 0 12.58 9.14 1.40 0 12.56 -0.83***

注：被解释变量包含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衣着鞋帽支出、文教娱乐支出、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医疗

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居民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房贷支出、福利性支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

消费；控制变量包含是否有待偿银行贷款、家庭存款对数、家庭总房产对数、丈夫职业、丈夫行业、妻子

职业、妻子行业；中介变量包含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夫妻是否均超时工作

四、实证分析

（一）非正规就业与居民消费：基准回归

为探究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独特影响，我们在基准回归中仅保留夫妻就

业类型一致的样本，即夫和妻均从事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的样本。由于本文数据来源于三个年

份调查数据得到的混合截面数据，所以无法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

行估计。针对截面数据，一般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OLS)（黄梦琪、金钟范，2022）。

最终设定如下方程：

���������� = �0 + �1������� + �2�� + �3�� + �4ℎ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expensei 代表 i家庭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或是消费率），核心解

释变量 jiating 代表夫和妻是否为非正规就业的虚拟变量，非正规就业家庭赋值为 1，正规

就业家庭赋值为 0；Xi 为影响家庭消费的其他可观测因素，包括家庭 i 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

年龄、户籍、自评健康水平、从事职业和从事行业；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特征：

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总房产、家庭现金和存款总额和家庭是否有待偿贷



款；针对混合截面数据，需要控制随时间变化和随地区变化的因素，即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

固定效应（周闯等，2022）,于是我们在OLS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固定效应h和省份固定效应λj；

εi 表示影响消费的不可观测因素。

在模型（1）中，β1 是本文关心的变量，表示夫妻双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总消费的

影响。表 2报告了基于 2014、2016 和 2018 年 CFPS 问卷的回归结果，在表 2 第（1）列中，

我们仅加入了是否是非正规就业家庭的虚拟变量，在第（2）—（3）列，我们逐步加入了影

响家庭消费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变量。我们发现，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后，非正规就业对

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只是回归大小逐渐衰减，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从事非正

规就业平均减少 6.13%的家庭总消费，比周闯等（2022）以农民正规就业个体作为研究对象

所得出的正规就业使消费率增加 1.7 个百分点，与刘丽丽（2022）得出农民就业不稳定性使

消费率减少 2.8 个百分点的两倍更高，说明夫妻双方非正规就业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大，甚

至超过以往文献个体的两倍，这严重阻碍了家庭福利的提升。因此，为了提高家庭消费，降

低非正规就业给家庭消费带来的负向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十分必要。

在控制变量中，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大多都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首先从个体特征来

看，丈夫为城镇户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约为 17%，这说明城乡家庭消费仍然存在显著差距，

尤其是丈夫户籍对家庭消费影响更大；夫妻双方的学历都对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妻子

学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其次，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规模和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家庭房产、银行存款和家庭收入这类代表家庭现有可用于消费的资产对消费

具有正向影响，存有资产的家庭对消费更有底气，更敢于消费（何兴强、杨锐锋，2019）；

银行贷款能有效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黄宝竹、陈享光，2022）。这

些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田子方等，2022；万广华等，2022；周闯，2022）。

表 2：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非正规就业家庭 V.S.正规就业家庭

(1) (2) (3)
VARIABLES 家庭总消费对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35***
(0.03)

-0.09***
(0.03)

-0.06**
(0.03)

丈夫户籍
0.16
(0.10)

0.17*
(0.09)

妻子户籍
-0.06
(0.10)

-0.03
(0.09)

妻子年龄
0.01*
(0.00)

0.00
(0.00)

丈夫年龄
-0.01*
(0.00)

0.00
(0.00)

妻子学历
0.07***
(0.01)

0.04***
(0.01)



丈夫学历
0.07***
(0.01)

0.03***
(0.01)

妻子自评健康
-0.02*
(0.01)

-0.01
(0.01)

丈夫自评健康
-0.01
(0.01)

0.00
(0.01)

丈夫行业
0.01***
(0.00)

0.01**
(0.00)

丈夫职业
-2.21e-06***
(7.22e-07)

-1.27e-06*
(6.71e-07)

妻子行业
0.00
(0.00)

-9.12e-05
(0.00)

妻子职业
-2.82e-06***
(9.08e-07)

-1.63e-06*
(8.43e-07)

家庭规模
0.01
(0.01)

家庭总房产
0.01***
(0.00)

子女数量
-0.03*
(0.02)

家庭总收入
0.36***
(0.02)

现金和银行存款总额
0.00
(0.00)

是否有待偿银行贷款
0.30***
(0.05)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1.51***
(0.09)

10.96***
(0.15)

6.89***
(0.24)

Observations 3,149 3,149 3,149
R-squared 0.15 0.25 0.36

由于消费的衡量是多维度的，非正规就业对对家庭消费结构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对哪种

消费类型的影响更大呢？。因此，我们参考已有文献（尹志超、郭沛瑶，2021；易行健、周

利，2018）进一步将消费区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2。表 3 报告了从事非正规就

业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表 3的（1）-（3）列结果显示，从各项消费类型来看，非正规

对不同类型的消费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具体来说，非正规就业使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

型消费分别显著减少 11.9%、10.4%和 30.5%，其中享受型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这严重阻碍了

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生存型消费属于属于满足居民生活的必需消费，因而

受到就业形式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3：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不同消费类型

(1) (2) (3)

VARIABLES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2
生存型消费指家庭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必不可少的消费，包括包括食品、服装、家庭生存型消费

水、电、暖气及物业管理费、日用品消费、房屋修缮等支出。发展型消费指家庭用于提高家庭成员德育、

智育等方面的消费，发展型消费主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教育文娱、交通通信等支出。享受型消费指用于

满足家庭物质和精神性享受的物质和劳务消费，包括外出就餐费、保健费用支出、旅游和美容支出等，考

察夫妻从事不同就业类型对消费结构与细分消费的影响。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12***

(0.03)

-0.10**

(0.04)

-0.30***

(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6.89***

(0.24)

4.50***

(0.35)

2.60***

(0.57)

Observations 3,110 3,085 3,148

R-squared 0.30 0.27 0.22

从全样本来看，无论是总消费还是消费结构，非正规就业均显著地抑制了家庭消费，那

么非正规就业到底影响了哪些细分项消费呢？本文参考（尹志超、郭沛瑶，2021；易行健、

周利，2018）基于各消费类型的划分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观察非正规就业对细分项消费的

差异化影响。表 4 报告了从事非正规就业对细分生存型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

就业的家庭相较于正规就业家庭，其食品和衣着支出会显著减少。表 4 第（4）列以夫妻工

作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相对于正规就业更少提供住房

公积金，这意味着非正规就业家庭需要花费更多居住支出，由此导致从事非正规就业夫妻的

居住支出并未减少，甚至相较于正规就业夫妻有所增加。

表 4：非正规就业对家庭生存型消费的影响

(1) (2) (3) (4)

VARIABLES 食品支出 衣着鞋帽支出 居住支出 工作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15***

(0.03)

-0.16***

(0.05)

0.01

(0.06)

-0.39***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36 3,110 3,100 3,149

R-squared 0.25 0.20 0.11 0.45

表 5 报告了从事非正规就业对细分发展型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家庭的设

备、教育和交通支出分别减少了 12%、40.9%和 10.3%，尤其是教育支出减少幅度最大，这对

于她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严重限制了他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挥聘次级劳动

力市场的机会，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过度劳动（赵新宇、朱锐，2022）。表 5 第（4）列以

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对家庭人均医疗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医疗支出作为人力

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保权益缺失的背景下，医疗支出的增加势必会挤出教育、职

业培训等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张鹏飞、仇雨临，2019），非正规就业家庭医疗支出与



正规就业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

表 5：非正规就业对家庭发展型消费的影响

(1) (2) (3) (4)

VARIABLES 家庭设备日用

品支出

教育支出 交通支出 医疗支出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12*

(0.06)

-0.48***

(0.18)

-0.11***

(0.04)

0.04

(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084 3,144 3,093 3,139

R-squared 0.23 0.13 0.27 0.09

表 6 报告了从事非正规就业对细分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家庭的旅

游支出平均减少 65.1%、文化娱乐支出减少 43%、外出就餐支出减少 52.9%，这些消费品的

收入支出弹性大多较高，在家庭生活受到负面冲击时往往首当其冲，反应最为敏感（赵达等，

2019）。

表 6：非正规就业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

(2) (3) (4) (5)

VARIABLES 保健支出 旅游支出 文化娱乐支出 外出就餐支出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17

(0.12)

-0.77***

(0.15)

-0.53***

(0.12)

-0.76***

(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47 3,144 3,146 3,129

R-squared 0.17 0.31 0.32 0.25

总体而言，非正规就业对大部分细分消费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尤其对文化和娱乐、外

出就餐、旅游与教育支出等更高端消费项目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中国非正规

就业家庭首先会选择减少享受型消费，其次减少发展型消费，最后减少满足基本生活资料消

费，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非正规就业更低的收入，通过收入效应拉低

了家庭的各项消费，也可能是由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拉低其家庭消费水平。

五、影响机制与稳健性检验

前述部分考察了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总消费影响的因果识别，那么非正规就业如何影响消

费？为什么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会对家庭消费造成更为剧烈的负向影响？这个部分我们



将采用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即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进行回归，

若引入中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后其结果显著则说明非正规就业会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家庭消

费。实证结果表明从事非正规就业对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消费者收

入、可用于消费的时间和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会对家庭消费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节从收

入水平、工作时长和工作保障三个要素出发检验非正规就业影响消费的机制。

（一）收入效应

非正规就业通过减少收入、增加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基于凯恩斯绝

对收入假说，消费能力取决于当期收入，对大部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劳动

收入，有大量学者研究表明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显著低于正规就业（李志华、茅倬彦，2022），

为验证收入机制，本文以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从事非正规就业是否会

通过减少收入来减少消费。表 7 为以收入为中介的回归结果，第（2）和（5）列结果显示，

非正规就业会导致家庭总收入与人均收入平均降低-7.91%和-7.78%，进一步说明了非正规就

业相对于正规就业收入更低的事实。第（3）和（6）列是同时纳入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

归，结合第（1）列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有所下降，家庭总收入与人均收

入对消费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非正规就业体现出更高的收入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家庭消费。因为与非正规就业

相比，正规就业具有更加稳定的特征，所隐含的失业风险更低，未来的收入更具保障（周闯，

2022），因此其收入不确定性更低。在控制了总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后，，为对收入不确定性

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参考易行健、周利（2018）以家庭实际收入为因变量，选取家庭成员的

年龄、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态、户主性别、户主是否城镇居民以及户主是否工作以及城

市经济变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以得到的残差平方作为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为代

表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方向，本文还区分了收入不确定性的正负。表 8 为以家庭收入不确定

性为中介的回归结果，第（2）列结果可知，非正规就业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第

（3）列是同时纳入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结合第（1）列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

数估计值有所下降，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尤其是当夫妻两人都从事

非正规就业时，家庭收入不确定性才会以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家庭总消费减少。综上所

述，非正规就业能够通过减少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和提高收入不确定性的途径降低家

庭总消费。



表 7: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机制检验：以家庭总收入与人均收入为中介

(1) (2) (3) (5) (6)

VARIABLES 家庭总消费对

数

家庭总收入对

数

家庭总消费对

数

家庭人均收

入

家庭总消费

对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

业

-0.09***

(0.03)

-0.08***

(0.03)

-0.06**

(0.03)

-0.08***

(0.03)

-0.06**

(0.03)

家庭总收入对数 0.36***

(0.02)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34***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49 3,149 3,149 3,149 3,149

R-squared 0.28 0.37 0.36 0.43 0.35

表 8: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机制检验：以家庭收入不确定性为中介

（二）超时工作效应

非正规就业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挤出消费时长来减少消费。国际上许多经典文献提出劳动

闲暇是人们从工作时间约束中解脱出来进行休息与消费的必要条件(Robins，2002)；国内学

者实证分析显示，由于居民收入上升并未显著导致消费率提升，无法抵消闲暇时间下降所导

致的消费率下降，导致近年工作时间增加显著拉低了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率（马光明、苗

壮，2022）。本文以国家标准周工作时间 44h 为界限定义超时工作2，并以夫妻二人中是否

有一人超时工作和是否有两人超时工作虚拟变量作为中介来检验工作时长效应。结果如表 9

2
根据《劳动法》规定，全日制用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每周上班时间不得超过 44 小时。

(1) (2) (3)

VARIABLES 家庭总消费对数 家庭收入不确定性 家庭总消费对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06**

(0.03)

0.30**

(0.15)

-0.06**

(0.03)

家庭收入不确定性 -0.01*

(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49 3,149 3,149

R-squared 0.47 0.05 0.47



所示，非正规就业显著增加了 14.2%夫妻两人超时工作概率，并且对于家庭总消费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非正规就业对一人超时工作概率影响不显著，并未通过中介检验，说明仅夫妻两

人都超时工作才会使家庭消费显著减少，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当夫妻两人都从事非正规就业时

使家庭消费减少幅度远大于个人的原因。

表 9：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机制检验：以是否超时工作为中介

(1) (2) (3) (4) (5)

VARIABLES 家庭总消费

对数

是否一人超时工

作（0-1）

家庭总消费

对数

是否两人都超时工

作（0-1）

家庭总消

费对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

业

-0.06**

(0.03)

0.02

(0.02)

-0.06**

(0.03)

0.14***

(0.02)

-0.06*

(0.03)

是否一人超时工作

（0-1）

-0.01

(0.02)

是否两人都超时工作

（0-1）

-0.05*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49 3,149 3,149 3,149 3,149

R-squared 0.36 0.02 0.36 0.23 0.36

（三）预防性储蓄效应

非正规就业通过降级社会保障来减少消费。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强

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从而推迟当期消费（Leland, H. E，1968）。非正规就业多以不具

有正式劳动关系或缺乏社会保障的就业为特点（Chen Guangyan et al. ,2020），而医疗保

险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个体医疗支出，降低了家庭未来消费不确定性，提高了家庭抵御风险

的能力（罗浩、周延，2022）。劳动者需要自行购买医疗保险或自行承担更多医疗费用，加

重了居民在医疗上的负担，从而增加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少消费。表 10 展示了以工作是

否提供医疗保险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增加了 18.4%有一人工作不提

供医疗保险的概率，但并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非正规就业增加了 67.3%夫妻双方工作都不

提供医疗保险的概率，并且对于家庭总消费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这说明夫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都不提供医疗保险时会显著降低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减少消费，

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夫妻双方从事非正规就业使家庭消费减少幅度远大于个人非正规就业

的影响。这是由于非正规就业多以不具有正式劳动关系或缺乏社会保障的就业为特点（Silva

Peñaherrera et al.，2020），综上，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夫妻双方工作均不提供医疗保险



的概率来减少消费。

表 10: 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影响的机制检验：以医疗保险为中介2

(1) (2) (3) (4) (5)

VARIABLES 家庭总消

费对数

是否有一人工作不

提供医保（0-1）

家庭总消

费对数

是否两人工作都不

提供医保（0-1）

家庭总消

费对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

业

-0.08*

(0.05)

0.18***

(0.02)

-0.08

(0.05)

0.67***

(0.02)

0.05

(0.07)

是否有一人工作不提

供医保（0-1）

0.01

(0.06)

是否两人工作都不提

供医保（0-1）

-0.19***

(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090 1,090 1,090 1,090 1,090

R-squared 0.35 0.07 0.35 0.72 0.36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的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本文选取对被解释变量在前后 1%水平上缩尾进

行缩尾处理和替换被解释变量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剔除异常值影响有助于得到更稳健结论。我们在前后 1%水平上对被解释变量进

行 Winsorize 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1）-（4）列所示，被解释变量结果与基准回

归相比数值变小但显著性不变，前述结论依然成立，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总消费有显著负向影

响。其次，家庭消费决策可能家庭成员人数和家庭人均消费量的影响。本文在方程(1)中将

被解释变量由家庭总消费对数更换为家庭人均消费对数，重新估计非正规就业对消费的影响。

表 11 第（5）列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总消费仍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 11: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VARIABLES 家庭总消费对

数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家庭人均消费对

数

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 -0.05*
(0.03)

-0.11***
(0.03)

-0.10**
(0.04)

-0.30***
(0.07)

-0.06**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149 3,110 3,085 3,149 3,149

2
由于 CFPS 数据仅有 2018 年有工作是否提供医疗保险的完整数据，2014 与 2016 年份缺失值过多，故此处

仅使用 CFPS2018 年数据，得到两组家庭有效样本量共 1090 对夫妻。



R-squared 0.37 0.31 0.28 0.22 0.47

六、进一步研究：夫或妻单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前文研究发现，夫和妻双方非正规就业所引起的双重不确定性会成倍降低家庭总消费与

各分项消费，那么当夫或妻中仅有一人从事非正规就业时，家庭消费行为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呢?又是否会因为性别角色和议价能力的差异形成异质性的消费行为呢？为了探究上述问题

的答案，我们在此部分保留夫或妻单方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样本，分析其由于消费偏好与议价

能力差异所导致家庭消费行为的差异。

表 12 是丈夫非正规就业或妻子非正规就业两组家庭的对比回归。（1）-（4）列结果显

示，妻非正规就业相较于夫非正规就业家庭，其家庭食品、文化娱乐与教育支出显著减少，

但汽车购置支出显著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受父权制以及社会制度等的影响，当女性相对来说

处于弱势一方且所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性会优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家庭消费，尤其是用

于孩子的营养健康消费以及教育消费等（宿玉海等，2022；谢倩芸，2021；胡静，2010）；

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更偏好于对家庭公共物品的投资，如家庭食物开销、健康支出和子女

教育投入等(BOOysen and Guvurro，2021)。我们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女性往往更偏好于对家

庭公共物品的投资，如家庭食物开销、健康支出和子女教育投入等。这说明女性非正规就业

相较于男性非正规就业于提升家庭整体福利更为不利，女性非正规就业使其掌握资源减少，

从而家庭更倾向于优先减少家庭公共支出，不仅不利于改善子女教育和健康状况的短期利益，

也不利于促进两性平等、提高女性的政治话语权等长期利益( Getahun and Vilanoer，2018；

Ma and Piao，2019；Guvuriro and Booysen，2021；席艳乐等，2023)。

表 12：个人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夫非正规就业家庭 V.S.&妻非正规就业家庭

(1) (2) (3) (4)

VARIABLES 食品支出 文化娱乐支出 教育支出 汽车购置费

妻非正规就业家庭 -0.07**

(0.03)

-0.11*

(0.07)

-0.19**

(0.07)

0.25*

(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625 966 1,088 594



R-squared 0.23 0.22 0.15 0.17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4、2016、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夫妻数据考察了非正规

就业对家庭总消费与各细分项消费的全面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

家庭消费水平。相较于夫妻均为正规就业的家庭，夫妻均为非正规就业的家庭总消费显著降

低 6.17%。（2）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结构差异化特征。总体上，与正规就业

家庭相比，非正规就业家庭的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都显著减少。从数值上看，享受

型消费的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在对细分项消费的影响中，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教育、文化娱乐

和旅游支出的影响更为突出。（3）中国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表明，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收入、增加超时工作概率和降低工作提供医疗保险概率减少家庭

消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依然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4）妻子非正

规就业相较于丈夫对家庭消费影响更强烈。夫或妻单方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示，

妻子非正规就业会优先减少有利于家庭整体的公共支出，这于提升家庭整体福利更为不利。

消费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直接体现。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一步拉动居民消费：（1）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

非正规就业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扩大化”趋势，可能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及萎缩

消费等深层经济影响，应予以足够重视。（2）应加大非正规就业市场规范力度，进一步落

实《劳动合同法》，提升非正规就业劳动合同签订率，用法律维护劳动者就业权益的实现，

规范非正规就业市场超时工作现象，给予非正规就业群体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更有保

障性的收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3）进一步推进妇女经济赋权，特别注

重完善女性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有利于女性就业和充分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破

除就业性别壁垒，为广大女性创造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就业岗位，提升已婚女性劳动者家

庭地位，进而提升家庭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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